
 

 

当家族企业面临数字化变革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和技术变迁互动视角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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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微观基础。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适应数字技

术变迁，而其重视情感财富的人格化特征与数字技术的去人格化本质存在紧张关系。文章基于社会

情感财富与技术变迁互动的历史比较视角，运用 2020 年全国 24 832 家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

析。研究发现，从基本关系机理的维度，由于家族的社会情感顾虑，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非

家族企业要低，且家族控股比例越高，这种情况越严重，而制定跨代传承计划有利于数字化转型。从

适应机制的维度，健全正式治理制度和引进国有资本能够通过约束家族情感目标和引进异质性资

源来弥合“数字鸿沟”，而疫情冲击进一步激发出家族企业韧性和情感的人格化优势，倒逼其实现

数字化转型。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股权和正式治理的影响机理，以及家族企业主和二代积极接

触、学习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文章呈现出中国家族企业积极适应新兴数字技术并与之相互依存和共

生演化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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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了

支撑商业社会的底层技术架构的急剧变迁。从技术变迁史看，新的技术突破往往伴随组织治理

模式的调适，要求企业积极适应不连续的技术迭代，相关研究也发现了新兴数字技术与公司治

理范式革新的紧密联动关系（刘政等，2020）。如何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优化布局、调整治理模

式和战略定位并推动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的一项核心任务。作为人类商业史上最为古老

且重要的组织形态，家族企业历经数次重大技术变革，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具有极强生命力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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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组织形式（李新春等，2020）。而当前数字技术变迁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

临的挑战及适应性对策尚缺乏理论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家族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本质上是其适应技术所引致的制度变迁而

不断实施组织变革与自我调适的过程。有文献指出，家族企业重视连续性、权威控制与社区纽

带等情感目标和文化价值观，会阻碍其及时采纳新的技术变革（Köenig 等，2013），使其在新一轮

数字产业竞争中面临诸多现实难题。过去不乏像钱德勒这样的著名学者断言家族企业只是一种

在传统经营和现代管理模式之间的过渡形态，但现实中家族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几乎贯穿了整个

人类商业发展史。任何时代、国家与行业中都不乏繁盛的家族企业，从传统手工作坊到资本密

集型财阀，从公开上市公司再到高科技企业，历史上数次工业革命引发机械化、规模化、资本密

集化和信息化变革，并没有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使家族企业消亡，反而催生出更加多元且多样

的家族治理创新（Colli，2003；Tang，2011）。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企业数字化变革的深远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不连续技术革新，

因为数字主义所强调的大数据、数据化和普适计算改变了传统决策和治理模式（陈德球和胡晴，

2022），更深入触动了家族企业伦理关系性治理与社会情感根基。家族成员缔结以血缘、亲缘为

纽带的人格化关系契约与制度秩序，形成传统的裙带关系、家长制权威以及家族意志（李新春

等，2018）。与之相反，企业数字化具有典型的去人格化特征，涉及信息结构、管理方式、运营机

制和生产过程多维度重塑，具有高度复杂的技术性特征（刘淑春等，2021），同时具有削弱高管权

力、增强基层权力和诱使组织向下赋权的去中心化影响（刘政等，2020）。技术数字化使引进家

族外部治理甚至渡让决策成为一种趋势，而智能自动化使雇员结构等原以家庭为核心联结的人

格化社会关系体系被迫重组迭代，这让家族企业不得不有所顾虑。重视情感目标的特征及由此

衍生的人格化治理方式，与数字化本质上去人格化的特点存在紧张关系，这是现阶段家族企业

实现数字化管理变革的一大重要挑战。

国外文献基于不同国家技术发展与制度背景下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展开讨论。这

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英国等，但尚未深入探讨中国这一重要经济体。

此外，这些文献更多借助案例研究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过程进行剖析（Rashid 和

Ratten，2020；Soluk 和 Kammerlander，2021），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定论。例如，Prügl 和 Spitzley

（2021）基于德国家族企业样本，发现家族对企业的情感认同阻碍了其数字化转型。Ceipek 等

（2021）指出，在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在高管团队中的涉入显著抑制了物联网创新。而

Soluk 等（2021）发现，家族对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Bourke 等（2019）则发现，英国中

小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数字技术采用方面没有显著区别。上述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过程取决于一国文化、制度和技术发展，而且家族治理和社会情感优势的有效激发受到

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尽管家族情感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中国式家族治理模式

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与适应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积极一面，社会纽带和资源、守正创

新以及勤俭节约和家庭团结等适应机制有待深入挖掘。

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从基本关系机理出发，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现阶段家族企业还

是非家族企业更加积极深入？第二，随着家族所有权集中，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差距会产生何种动态变化？第三，作为家族企业长期愿景的体现，积极制定和推进传承计划如何

影响其数字化转型？第四，从适应机制出发，家族企业健全正式治理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制度）如何影响家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第五，从家族企业利用社会纽带的优势来

看，国有股权参与治理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家族（非家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第六，受新冠

  2023 年第 7 期

•  154  •



肺炎疫情冲击，不少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和营收下降，这对投入高、风险大的数字化转型而言

极为不利。那么在此期间，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呈现出一种更传统、保守的特征，还是更

强、更积极的韧性和适应性？

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和数字化转型研究做出一些贡献。首先，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

字鸿沟问题及其弥合机制亟待实证研究。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SEW）

与技术变迁互动的历史比较视角，剖析了家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机理与异质

性，区分了不同 SEW 维度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如代表狭义 SEW 的家族所有权

和广义 SEW 的跨代传承等（Gu 等，2019）。因此，本文丰富并扩展了多维度 SEW 视角下的家族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对解决当前实证研究结果的争议有所裨益。其次，本文考察了家族企业

面临数字技术冲击的适应机制，深入到治理变革、社会纽带和情感韧性三个层面，对家族企业

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系统的情境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正式治理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约束家

族企业的人格化诉求，缓解人格化的局限性，帮助其适应数字化转型。此外，外部冲击激发了家

族企业韧性和情感的人格化优势，反而驱动家族积极承担风险，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最后，虽

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缺乏企业数字化的数据，相关研

究大多采用案例分析和概念发展等定性方式。此外，实证研究对企业数字化的测量或多或少存

在侧重传统 IT 投资、存在测量偏误以及代表性不足等局限性。本文借助 2020 年最新一期全国

私营企业调查（CPES），捕捉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与现有研究相得益彰。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技术、组织管理以及组织所嵌入的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前因（Hanelt 等，2021） ，并对家族企业这一极具特色的组织形态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浓厚的研

究兴趣，因为家族企业具有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特有情感目标、治理模式和资源结构，在数字

化转型中的表现显著不同。家族企业大多受到家族情感财富的人格化特征的约束，而数字化转

型具有“去人格化”导向，这对家族企业来说更具挑战性（Kammerlander 和 Ganter，2015）。一方

面，现有文献对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构成及所需的动态能力进行了详尽剖析。

Soluk 和 Kammerlander（2021）认为，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流程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

商业模式数字化三个阶段组成。Ano 和 Bent（2022）通过访谈发现，长期导向、情感依恋、创业遗

产、个性化参与以及对员工的关注有助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有关家族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存在争议，主要分析了家族涉入（家族所有权、管理权等）对物联

网技术、数字商业模式和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情境因素（Ceipek 等，2021；Soluk 等，2021）。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不连续的技术变革，与传统的转型和创新轨迹和规范迥然相异。

由于重视延续性、权威控制以及社区纽带等情感目标和文化价值观，家族企业对数字化这类不

连续技术的反应较慢，而这归根结底是受其独特的人格化非经济动机所驱动。因此，社会情感

财富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与数字化转型技术变迁的互动。社会情感财富被定

义为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的总和（Gómez-

Mejía 等，2007）。

从技术变迁历史来看，数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资本化和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组织

效率，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张，使得家族企业的整体控制与权威得到强化。而资本密集型增长又

催生了管理专业化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治理特征引致了对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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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财富不同维度与程度的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有些技术变迁不利于家族情感，

家族企业往往也可以衍生出适应外部技术变化的治理形态，延展组织结构，呈现出极强的治理

弹性和韧性。技术变迁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互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非此消彼长，而

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演化关系。本文将探讨中国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与数字化转型“去人

格化”特征的共生关系，并关注这种共生关系如何伴随企业治理变革、跨代传承以及社会纽带

构建和外部冲击而演变，从而呈现家族企业与数字技术相互依存的完整图景。

（二）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分析

1.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鸿沟”

由于家族企业采纳技术变革更加谨慎且反应较慢，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

互动关系值得关注。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所蕴含的人格化逻辑，现阶段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呈现以下规律：

第一，家族企业由社会情感财富所衍生的风险规避与保守的人格化逻辑与数字化转型的技

术采纳风险存在紧张关系。数字化转型具有较高的技术采纳风险，稍有不慎可能导致企业面临

倒闭危机，这与家族企业偏好战略稳健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情感需求不兼容（Köenig 等，2013）。

从人格化诉求出发，家族企业通常比非家族企业更加保守，具有风险规避倾向，更加倾向于维持

原有经营模式，战略方向也更加稳定一致，因而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Gómez-Mejía 等，2007；

Gomez-Mejia 等，2011）。而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生产流程、管理范式、治理结构和商业模式的

根本性变革，需要大量财务投入，不可避免产生较高的经济风险。同时，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的

技术复杂性特征。受限于相关知识和经验欠缺，许多家族企业主表示对数字技术的了解不足

（刘淑春等，2021）。这种技术复杂性特征使数字化对企业的影响更加不确定，从而形成更强的

风险感知。

第二，家族企业注重家族权威控制的人格化逻辑与数字化转型的去中心化分权逻辑存在紧

张关系。数字化转型超越了一般技术变革，更深层次地改变了公司治理逻辑，使得公司治理各

个层面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陈德球和胡晴，2022）。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高度复杂性，家族可

能缺乏相关专业人才，而引进外部人才会使家族面临决策渡让的风险。这将增加代理成本，并

损害家族对权威和业务控制的人格化诉求。另一方面，数字化过程意味着家族企业需要将部分

决策渡让给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这与传统上基于家族企业主个人经验与权威的决策

模式格格不入。此外，从效率逻辑来看，数字化转型导致组织分权趋势，因为数字技术提高了集

权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分权的代理成本，这意味着分权模式更利于组织效率（刘政等，2020）。近

期的文献还表明，由于数据和信息的高效流动，家族治理更容易受到内外部力量的监督和约束

（祁怀锦等，2020）。

第三，家族企业注重长期社会纽带的人格化逻辑与数字化转型的竞争性逻辑存在紧张关

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雇员结构的更迭，企业需要在高层引进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对中基层家族成员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职能岗位进行全方位调整。另一方面，数字化组织之间

的合作效率更高（Park 等，2020；Lumineau 等，2021），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可能会波及家族

的外部市场和社会关系（如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和客户等）（Kellogg，2022），改变家族企业的内外

部社会结构，损害家族长期运营的社会纽带。由于不愿轻易放弃长期经营的社会纽带，家族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往往会慢于非家族企业。

第四，从制度和社会背景来看，中国人历来重视家族传统，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中国家族企

业人格化特征的表现，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去人格化本质的冲突更加强烈。同时，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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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存在差序格局特征，职业经理人市场尚待完善，许多家族企业对新兴的数字技术缺乏可借

鉴的经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风险，增加了社会情感财富损失

的可能性。此外，在目前中国企业普遍由创始人控制业务的背景下，家族企业创始人对于丧失

企业控制权难免怀有更强的情感顾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与非家族企业相比，中国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

2. 家族股权集中与“数字鸿沟”分化

近期的文献强调必须区分家族企业异质性，其中家族所有权是家族嵌入公司治理体系异质

性的重要体现（李新春等，2020）。从法律意义上，家族所有权是保障家族拥有并控制企业的人

格化诉求的合法性基础，被视为家族企业的本质和社会情感财富的集中表现（Gomez-Mejia 等，

2011；Berrone 等，2012）。家族式治理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相当常见，因为家族可以通过持有大量

股份来牢牢掌控企业战略决策以维持人格化治理（何轩等，2014）。随着家族所有权的增加，家

族式治理所呈现出的人格化特征，如家族企业主的个人权威、家族对战略决策的控制以及对社

会纽带等情感财富的重视会逐渐加深。在此情况下，假说 1 所论证的家族逻辑与数字逻辑在人

格化与去人格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更加集中反映在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中。

家族所有权是家庭财富集中度的体现，与家族企业注重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人格化诉求密切

相关，且所有权赋予家族对战略的控制权，使得家族企业的人格化诉求与技术变迁的紧张关系

更大程度反映在企业战略决策中。具体而言，家族所有权是家族控制企业的合法性来源，家族

所有权使家族拥有对企业的自由裁量权，家族积累社会情感财富的人格化动机会集中体现在企

业战略决策方面。此外，家族长期控制企业会将家族逻辑与意志反映在企业文化、雇员员工结

构和战略导向上，这反过来又会强化其人格化特质（Gomez-Mejia 等，2011；Berrone 等，2012）。

因此，家族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意味着家族有能力掌握企业发展方针，尤其是减少与数字化有关

的投资（Soluk 等，2021）。同时，这意味着外部资本的参与空间进一步收缩，外部知识、信息、技

术等异质性资源收紧，加剧家族企业的资源同质性，这对需要异质性互补资源的数字化转型而

言更加不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随着家族所有权集中，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距进一步拉大。

3. 跨代传承计划的“深谋远虑”效应

当家族企业将家族的历史与情感愿景融入企业生命周期，借助“子承父业”形式跨代际保

存和延续情感财富时，可以说家族企业的人格化特征更深地刻入企业的基因中，这也表明家族

企业逐步形成跨代际的长期决策视野。跨代传承是家族企业最显著的人格化特征，也是家族跨

代保存情感财富的首要方式（Gomez-Mejia 等，2011）。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制定详尽的传承计划

既是家族企业跨代传承意图的事实体现（何轩等，2014），也是促进跨代管理交接的重要科学手

段。传承越有计划性，越有利于二代继承人经过漫长的历练过程逐渐建立权威并获得他人的认

可（罗进辉等，2022）。此外，作为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维度，跨代传承与家族企业具有长期导向

密切相关。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其他维度不同，跨代传承最有望促进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Arzubiaga 等，2021）。

家族企业制定详尽的跨代传承计划意味着其不再拘泥于眼下的情感得失，而更看重摸索未

来可能延续情感财富的可行路径，同时其决策视野已逐步从单一代际控制转变为跨代际控制。

回顾工业革命史，技术急剧变迁没有淘汰家族企业，主要是缺乏跨代传承愿景的家族企业主在

退休或死亡后选择关停企业（Barker 和 Ishizu，2012）。而当前践行数字化转型正是家族企业立足

于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核心竞争力、避免家业被时代所淘汰的长远之策。de Groote 等（2023）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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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的调研发现，开展跨代传承能够延续家族文化和价值观、创业精神和主人翁精神并带来

新的知识和人脉，从而提高数字化能力。明确跨代传承计划意味着家族具有跨代决策视野，更

加重视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情感财富积累，也更愿意为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长期人格化情感收益

而舍弃短期情感损失。Chrisman 和 Patel（2012）详尽阐述了家族企业的长期与短期情感目标的取

舍，认为具有长期导向的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代表风险高但具有长远利益的战略决策）反而比

非家族企业要高，具有风险偏好的逆转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家族企业制定明确的传承计划有助于数字化转型。

（三）家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机制

1. 治理变革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家族企业能够在当前高度现代化的背景下生存，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能够通过适时引入正式

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即“三会”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其人格化特征进行约束和补

充。正式治理对约束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而言至关重要（汪林等，2020）。在家族企业中，与正式

治理不同，非正式治理是指传统的裙带关系、家长制权威以及家族意志，是家族话语权的具象

体现。尽管非正式关系治理在特定阶段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家族企业的经济效率，但随

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正式制度缺位可能使家族企业治理陷入困境（李新春等，2018）。而正式治

理可以有效约束家族权力，减少家族治理的人格化特征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家族局

限于情感目标而与数字化转型的紧张关系。

构建正式治理制度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所裨益。一方面，从约束人格化目标的角度，

正式治理制度引入了外部参与者（非家族股东、董事和监事）对公司的治理，其职责在于最大化

公司发展利益并约束家族谋求私利，平衡经济与情感目标对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正式治理

制度的作用也体现在充分保障非家族参与者的合法话语权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家族权威

高度集中所产生的“一言堂”现象。另一方面，正式治理制度有助于家族企业克服人格化特征所

导致的资源不足难题，通过吸纳外部人才、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汲取更多外部知识、技术和

信息等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资源。此外，数字技术的一个挑战在于分权，而正式治理制

度有助于帮助家族利用数字技术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刘政等，2020），缓解数字技术导致分权

给家族带来的情感顾虑。从目标和资源角度，正式治理制度有助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4：构建正式治理制度能够缩小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距。

2. 异质性社会纽带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家族企业的另一人格化情感优势在于长期与内外部业务合作伙伴（政府、供应商、员工等）

的情感互惠所形成的牢固社会纽带（de Groote 等，2023），以帮助家族获取外部社会资源（如技

术、人才和资金）。数字化转型所需资源具有高度异质性且阶段性变化，这要求企业能够借助外

部社会网络和关系及时与外部主体进行动态异质资源互通。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数字化转型的

背景下，家族企业获取国有股权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源非常关键。近期的文献相当关注异质性所

有权纽带对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其中国有资本是一项重要构成（Berrone 等，2022）。对家族企

业而言，股权结构安排是影响其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罗宏和秦际栋，2019；叶文平等，2022）。

因此，当国有资本仅是参股而非控股民营企业时，国有资本能否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带

来数字化战略布局方面的帮助，值得展开深入分析。

第一，许多中国家族企业嵌入当地社区中（He 和 Xiao，2022），积极开展捐赠、环境治理和

保障就业等社会导向活动，成为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与当地政府形成长期信任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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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国有股份参与治理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克服人格化局限性，使其积极适应数字化转型。

例如，徐炜等（2020）发现，国有股权参股会改变控股家族对于国际化风险的负面认知态度，增强

其国际化投资意愿，减少社会情感财富等人格化诉求的消极影响。基于此，国有股份可以平衡

家族企业的人格化逻辑和经济逻辑，尤其是在国家鼓励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国有股份能够

有效缓解人格化情感约束所导致的家族式治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局限性。

第二，国有股权能够在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助力人才引进、技术培训以及获得补贴

和贷款等，有效补充家族企业因人格化偏好而导致的资源稀缺。家族企业因循其人格化品质，

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例如，国有股权帮助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有效缓解

数字化转型的资金约束（宋增基等，2014）。此外，国有股权能够带来独特的无形资源，向外界利

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提升家族企业的声誉、知名度和风险承担能力。国有股权还有利于家

族企业获得更多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信息，为其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徐炜等，2020），特别是

政府提供的数字人才与技术引进以及企业家培训等政策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5：国有股权参股能够缩小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距。

3. 情感韧性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营收下降和现金流压力

是关乎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给企业数字化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家族企

业如何突破现金流压力和营收下降而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家族企

业韧性根本上源于其独特的人格化情感特征，这在动荡环境中尤为关键。家族企业在韧性驱使

下深知价值创造的长期性，对投资回报更有耐心；同时，韧性使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自律性和自

我变革能力，从而抵御短期冲击的影响。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疫情冲击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影响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在逆

境中，社会情感财富所蕴含的积极家族情感被充分激发。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的分析逻辑，存在

绩效风险、低于绩效预期会激发家族企业承担风险、改变现状的意愿（Gómez-Mejía 等，2007），
而疫情冲击下的家族企业恰好符合这一情境。在动荡环境中，由于重视情感目标而非经济损益

的人格化诉求，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经济抗压能力，不太可能因短期绩效压力而放弃数字化转

型，或是通过变卖数字设施来弥补损失。相反，动荡环境会激发家族企业重视长期愿景和延续

性的人格化优势，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意愿和掌控能力来实施逆周期的数字化投资。疫情冲击

使家族企业内部更加团结且具有凝聚力，勇于进行试探式的数字化转型（de Groote 等，2023）。
同时，危机下家族成员也更愿牺牲自身福利，通过降低工资为企业筹集资金，践行勤俭节约、减

少开支来缓解资金压力，同时高效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能够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de Groote 等，

2023）。此外，家族企业更具战略坚守（Fang 等，2021），能够在逆境中长期坚持守正转型、抵御外

部冲击。换言之，在疫情倒逼下，家族企业更能坚定突破经济和情感约束而实施数字化投资转

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6：疫情期间，现金流压力和营收下降会倒逼家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缩小与非家族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距。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 1。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目前，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和未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数据比较稀缺，这限制了研究

结论的代表性和普适性。因此，联合课题组在 2020 年 CPES 中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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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题项。本次调查依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

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规模和行业私营企业进行多阶段分

层抽样。本次调查聚焦于家族治理结构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是研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想

选择。在剔除缺失值样本后，本文得到 24 832 家企业。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尚缺乏统一标准。现有文献有以下几种测量方法：（1）特

定数字化项目或 IT 项目投资额；（2）上市公司年报词频分析；（3）基于国外量表收集一手数据。

不过，上述测量方法各自存在局限性。第一种方法大多利用特定数字化项目（ERP、MES/DCS、
PLM）或 IT 项目投资额，侧重于传统的 IT 投资项目，而非新兴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如物联网、

3D 打印、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前沿和定制化的数字技术，且数字化转型从投资到影响实际生

产经营需要 2−5 年，从而导致测量偏误。第二种方法无法排除上市公司为改善资本市场表现而

过度夸大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可能性。例如，Liu（2021）发现受合法性动机驱动，上市家族企业在

年报中大量象征性地强调数字化话语，却较少进行实质性数字化投资。而第三种方法大多采用

局部地区、行业样本，存在样本量较小而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采用 2020 年 CPES 调查数据。该调查设置企业数字化专栏，组织

邀请领域资深专家，就测量题项的合理性、科学性、准确性和变量关联性征询意见，并将企业数

字化程度分为“并无数字化流程”“初始程度，开始建设”“使用阶段，部分工作已数字化”“中等

程度，多环节管理打通”“一体化程度，各部分实现集成”五个阶段，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 0−4，

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多种替代性测量。根据 Shapiro-Wilk W 检验结果，这一变量具有显著

的正态性特征，验证了测量和数据结构的合理性，适合开展回归分析。

2. 解释变量

（1）家族企业。所有权被广泛采用作为家族企业的定义和测量依据（Chua 等，1999）。现有

文献的通用做法是将家族持股比例是否高于 50% 作为家族企业的判定标准（Gallo 和 Sveen，

1991；Barnes 和 Hershon，1994；何轩等，2014；朱沆等，2016），本文遵循这一做法。在稳健性检验

中，本文还采用“所有权+管理权”方法来定义和区分家族企业。

 

主
效
应

家族所有权

·家族控制与影响

·风险规避与保守

国有股权

·多种所有制合力

·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数字化转型

·技术采纳风险

·去中心化分权逻辑

·竞争性逻辑

情感韧性

·激发积极情感情绪

·巩固逆境凝聚力

传承计划

·跨代传承

（仅家族企业样本）

家族企业/非家族企业

·风险规避与保守

·家族控制与影响

·紧密的社会关系

正式治理

·优化家族治理

·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关系
机理

适应
机制

假说2（−）

假说1（−）

假说3（+）

假说4（+） 假说5（+） 假说6（+）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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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承计划。本文将企业主对家族接班人计划的回复，包括“没有考虑过接班人问题”

“偶尔考虑过接班人问题 ”“对接班人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打算”“已经形成关于接班人问题的

周密安排”“有比较正式的书面形式的接班人计划”，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 1−5。

3. 调节变量

（1）家族所有权。借鉴现有文献的通用做法，本文根据题项“您目前企业的主要出资人和资

本构成是”中的“您自己和家族成员占净资产总额比例”来测量家族所有权（陈凌和陈华丽，

2014）。

（2）正式治理。家族企业是否建立“三会”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家族治理转型的重要标志

（李新春等，2018）。建立健全“三会”制度有助于非家族成员逐步参与企业管理，提高公司治理

的专业化和现代化程度。本文根据企业是否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正式机构赋值为 0 或 1。

（3）国有股权。本文根据题项“国有资本占净资产总额比例”来测量国有股权。

（4）现金流压力。本文根据题项“贵企业目前在以下方面的压力感分别是”中的“现金流”

一项，基于企业家给出的压力感分数（1−5，分数越大，压力越大），依次赋值为 1−5。

（5）营收下降。对于营收下降，本文根据题项“贵企业三季度营收同比？”，对“增长 30% 以

上”“增长 30% 以内”“持平”“下降 30% 以下”“下降 30% 以上”依次赋值为 1−5。

4. 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在企业家层面，包括企业主的性

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政治身份；（2）在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负债率和行

业。考虑到地区差异，本文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31 个省级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敏感

性测试表明控制变量选择不影响研究结论。控制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性别 企业家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

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家的出生年份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为1，大学、大专（含双学士）为2，硕士、博士研究生为3

党员 中共党员赋值为1，否则为0

政治身份 现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公司登记注册年份

企业规模 企业目前的员工数量，取原始值

负债率 0−20%、20%−50%、50%−80%、80%以上分别赋值为1−4

行业 行业虚拟变量，共15个行业类别

地区 地区虚拟变量，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 1.24，平均而言处于“初始

程度，开始建设”的阶段，且通过正态性检验，适合开展回归分析。样本中 49.27% 的企业为家族

企业。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和家族所有权与数字化转型显著负相关，正式治理、国有股

权与传承计划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相关，营收下降和现金流压力与数字化转型负相关，这符合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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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缓解异方差问题，本文回归采用“OLS+稳健标准误”方法。此外，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

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3 展示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的检验结果。

列（1）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非家族企业要低，这支持了假说 1。列（2）考虑了

家族所有权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到家族所有权会进一步抑制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负向

调节效应，这支持了假说 2。① 列（3）仅关注家族企业样本，结果显示传承计划与数字化转型显

著正相关，假说 3 得到验证。列（4）结果表明，正式治理有助于推动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

支持了假说 4。列（5）结果表明，国有股权能够显著促进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与假说 5 的

预期一致。列（6）和列（7）结果符合假说 6 的预期，即营收下降和现金流压力能够倒逼家族企业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数字化转型 家族企业 家族所有权 正式治理 国有股权 传承计划 营收下降 现金流压力

数字化转型 1

家族企业 −0.0279*** 1

家族所有权 −0.0438*** 0.9449*** 1

正式治理 0.0722*** −0.0464*** −0.0591*** 1

国有股权 0.0355*** −0.1166*** −0.1166** 0.0162** 1

传承计划 0.2164*** 0.0063 0.0033 0.0494*** 0.0218*** 1

营收下降 −0.0761*** −0.0148** −0.0117* −0.0053 −0.0244*** −0.0422*** 1

现金流压力 −0.0271*** 0.0059 0.0113* 0.0430*** −0.0103 −0.0292*** 0.1172*** 1

性别 0.0014 0.1654*** 0.1811*** 0.0186*** −0.0073 0.0194*** −0.0212*** −0.0063

年龄 −0.0165*** 0.1378*** 0.1478*** 0.0403*** −0.0310*** 0.0629*** 0.0122* −0.0442***

教育程度 0.1590*** −0.0311*** −0.0427*** 0.0815*** 0.0055 0.0572*** −0.0206*** 0.0184***

党员 0.0557*** −0.0113* −0.0163** 0.0631*** 0.0091 0.0698*** 0.0056 −0.0035

政治身份 0.0319*** 0.1410*** 0.1499*** 0.0382*** −0.0053 0.0418*** 0.0038 0.0038

企业年龄 0.1048*** −0.0045 −0.0179*** 0.0886*** 0.0160** 0.1792*** 0.0157** −0.0648***

企业规模 0.0731*** −0.0229*** −0.0276*** 0.0312*** 0.0005 0.0490*** −0.0164*** −0.0301***

负债率 0.0757*** −0.0669*** −0.0748*** 0.1064*** 0.0008 0.0413*** 0.0885*** 0.1392***

均值 1.2353 0.4927 0.4995 0.6668 1.6461 1.9392 3.0946 3.6569

标准差 1.1293 0.5 0.4453 0.4714 9.6714 1.1875 0.9602 1.2101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党员 政治身份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负债率

性别 1

年龄 0.3121*** 1

教育程度 −0.0230*** −0.1275*** 1

党员 0.1219*** 0.1690*** 0.0721*** 1

政治身份 0.1984*** 0.2926*** 0.0557*** 0.0876*** 1

企业年龄 0.0041 0.1948*** 0.0935*** 0.1405*** 0.0523*** 1

企业规模 −0.0037 −0.0001 0.0480*** 0.0393*** 0.0039 0.0817*** 1

负债率 −0.0236*** 0.0682*** 0.0784*** 0.0739*** 0.0201*** 0.1146*** 0.0321*** 1

均值 0.6439 42.4255 1.8536 0.3184 0.2304 12.6529 219.6552 1.7962

标准差 0.4789 9.9152 0.4871 0.4659 0.4211 7.599 2 297.56 0.88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侧检验），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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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家族企业有一定的家族所有权也符合现实与逻辑。本文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样本，考察了家族所有权对这两类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中家族所有权对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比非家族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还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了中心

化处理，以缓解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保持一致。受篇幅限制，检验结果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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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字化转型。此外，企业主性别、教育程度、党员、政治身份、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负债率

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相关，而企业主年龄与数字化转型显著负相关。
  

表 3    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

（1） （2） （3） （4） （5） （6） （7）

家族企业
−0.0515*** 0.3923*** −0.0981*** −0.0482*** −0.1540*** −0.1405***

（−3.5992） （5.7326） （−3.9915） （−3.3326） （−3.3113） （−3.0930）

家族所有权
−0.1926***

（−3.0019）

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
−0.3056***

（−3.1717）

传承计划
0.1584***

（18.2861）

正式治理
0.0606***

（2.7119）

家族企业×正式治理
0.0762**

（2.5679）

国有股权
0.0031***

（3.9029）

家族企业×国有股权
0.0076***

（2.9516）

营收下降
−0.0988***

（−9.4729）

家族企业×营收下降
0.0330**

（2.3124）

现金流压力
−0.0314***

（−3.6446）

家族企业×现金流压力
0.0246**

（2.1067）

行业与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0.6246*** 0.6560*** 0.4298*** 0.6045*** 0.6167*** 0.9224*** 0.7370***

（7.4387） （7.8190） （3.6856） （7.1155） （7.3395） （10.2678） （8.2293）

N 24 832 24 832 12 235 24 832 24 832 24 832 24 832

adj. R2 0.061 0.063 0.093 0.063 0.063 0.066 0.062

　　注：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结果未列示。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对于倾向得分

匹配法，本文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进行 1︰4 近邻匹配。本文

使用匹配得到的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对于工具变量，“是否创始人控制企

业”在创立之初即决定，且与当前家族式治理密切相关；而企业“近两年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属于外生冲击，且会弱化家族治理。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仍比非家族企业要低。此外，工具变量通过了第一阶段相关性检验以及识别不足检验和弱识别

检验，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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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所有权+管理权”方法（Chua 等，1999），将家族企业定义如下：家族所有权高于

50%，且家族企业主担任高层管理职务，即董事长、总经理、企业副职级别（含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等），或是其他家族成员担任董事。本文基于这种新的定义方法，重新进行了检验。

本文还采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替代性测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阵痛期”，对企业生产

存在负向影响（刘淑春等，2021）。鉴于此，本文将无数字化流程与开始建设合并赋值为 0，将后

续阶段依次赋值为 1−3。此外，本文还将 0−4 赋值调整为 1−5 赋值方式。最后，为了控制异常

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假说再次得

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国家股权与正式治理的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提出，国家股权和正式治理具有平衡家族情感目标、提供异质性外部资源等作用，这

里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2020 年 CPES 调查询问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中遇到的主要困

难。结果显示，阻碍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因主要有地方政策支撑不足、当地基础硬件薄弱、

专业人才不足、易出故障以及高新技术引进渠道较少。而阻碍非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因还

有使用与维护成本较高，但不包括易出故障。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显著缓解了地方政策

支撑不足和政府服务不足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正式治理比较明显地缓解了专业

人才不足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这与上文机制阐述一致。

（二）跨代数字学习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家族企业主以及二代积极学习数字技术尤为关键。本文

将企业主接触的数字技术数量（包括 14 项数字技术）定义为一代数字学习，将企业主回答是否

会鼓励孩子学习人工智能等编程课程定义为二代数字学习，检验两者在传承计划和数字化转型

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一代数字学习和二代数字学习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表

明具有更加明确清晰传承计划的家族企业会积极接触和学习数字技术，有利于其数字化转型。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家族企业的人格化特征与数字化转型的去人格化本质存在紧张关系，

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且家族控股比例越高，这种情况越严重。但中国

家族企业积极制定传承计划、构建现代治理制度以及引进国有股权能够有效弥合其与非家族企

业的“数字鸿沟”。在疫情冲击下，营收下降和现金流压力剧增形成了倒逼机制，为中国家族企

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和正式治理能够缓解地方政策

支撑不足、政府服务不足和专业人才不足对数字化转型的不利影响。此外，制定明确清晰的传

承计划能够促进家族企业主和二代积极接触和学习数字技术，有利于其数字化转型。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方兴未艾，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近年来比较前沿的商

业实践，仍在不断更新迭代。而家族企业最终能否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就像历史上它们适应

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的工业革命一样，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基于长

期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野，持续跟踪研究家族企业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演化。

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投身数字化转型变革提供了管理启示。第一，家族企业不仅要考虑

当前情感财富，也要考虑数字化转型对于未来家族企业生存和繁荣的重要性，这是跨代延续情

感财富的前提。第二，家族企业积极设立“三会”正式治理制度，可以通过渐进性的治理变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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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我约束，减少人格化所带来的决策偏见，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信息和人

才等资源支撑。第三，家族企业要充分利用社会纽带积极引入国有资本，这有助于其获得政策

资源，如人才引进、贷款和补贴以及与数字产业政策有关的政策信息和优惠。第四，在疫情冲击

下，家族企业要抓住自身韧性和适应性的优势，更好应对数字化转型浪潮。

本文的研究还为政府科学发展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些

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家族企业和提供技术培训，让家族企业更加深入地了

解数字技术，减少家族的情感担忧。例如，聘请专家培训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以及数字技术

如何优化家族治理，传授融合数字技术和家族愿景的宝贵经验。第二，可以鼓励具有海外背景

和数字技术背景的家族二代继承家业或者回乡创业，激发家族企业接纳新兴数字技术的强烈意

愿。第三，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缺乏异质性资源，应加强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积极推

进数字化转型的家族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引进更多数字化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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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amily Firms Face Digital Change: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e Xuan1,  Xiao Weicheng1,  Zhang Yingyu1,  Ma 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Summar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micro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ig

data strategy. The big data, digitalization,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emphasiz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further touched the ethical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emotional foundation of family firm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udy the

tense relationship, mechanism, and adaptive strategy between the person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wealth and the depersonalization ess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at family firms valu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24,832 firms in 2020, and finds that: From the

dimension of basic relationship mechanism, due to family social-emotional concerns, the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firms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n-family firms, and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holdings, the more serious the situation i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a cross-generation succession plan is condu-

civ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mechanism, the improvement of a form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can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y con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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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motional goals and introducing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fur-

ther stimulates the personal advantages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of family firms, forcing them to realize digit-

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state-owned capital and formal governance mitig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insufficient local policy support, inadequat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lacking digital talents on en-

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digital divide of family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ridging mechanism, innovatively distinguish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EW di-

mensions on family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arries out a systematic contextual heterogeneity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irm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ree levels: governance change, social

bond, and emotional resilie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amily firms should actively set up the formal governance system of “three

boards”, make full use of social bonds to actively introduce state-owned capital, and seize their advantages of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

ively guide family firms and hire experts to provide technical training, encourag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amilies with overseas background and digital technology background to inherit family firms or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o start a business, strengthen the hardware construction of lo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ntroduce digital talents.

Key words:  family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mal governanc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socio-emotional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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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M&A performance is relatively poor. (3) In the test of influence mechanism, conflicts and adaptat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have opposite effe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M&A. The longer the two

generations work together, 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M&A scale. During the successor cultivation process,

multiple potential successor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enhancing the aggressiveness of M&A. When the suc-

cessor is female, M&A tends to be relatively stabl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combines family governance with the complex multi-stage feature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M&A decision-making,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enterprise theory

und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revealing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power distri-

bution in family businesses, and providing new evidence for solving the “dual constraint paradox” in the pro-

cess of power transfer in family business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expands and deepens the finan-

cial theory of family busines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revealing the importance of or-

derly inheritance and good management for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family businesses.

Key words:  family businesse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M&A； family governance； multi-stag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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